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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湖南湘潭试点区的调查，对三种主要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情况开展

分析。基于试点区和非试点区样本农户的描述性统计，本文首先分析了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

用的差异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农户采用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的因素。研究表明：农

户采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技术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政府，耕地修复技术的政府推广效果最显著；

种植业收入比重和耕地质量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采用具有显著影响；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及试点

区对农户低镉水稻种植的采用没有显著影响，低镉水稻的推广需要探索生产体系以外的新路径。 

关键词：耕地  重金属污染  技术采用  试点区 

一、研究背景 

中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于 2015 年发布的《中国耕地地球化

学调查报告（2015 年）》显示，截至 2014 年，在调查的 9240 万公顷耕地中，重金属轻度污染面积

为 526.6 万公顷，中重度污染面积为 232.5 万公顷，共占调查耕地面积的 8.22%①。重金属污染不仅

降低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而且由此带来的农产品重金属超标也给人体健康、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造

成巨大冲击（王玉富，2015）。如何解决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别是大面积的耕地污染问题，国际上

尚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Arao et al.，2010；路子显，2011）。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面临的难点

很多，有的技术经济成本高，例如利用日本的客土法修复 1 公顷被污染土地的费用大约是 2000 万～

5000 万日元；有的技术修复时间长，例如利用超积累植物吸收重金属方法修复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

年时间（张桃林，2015）。在借鉴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探索出以农艺措施为主的风险管控综合

治理方式，提出“边生产边修复”的治理战略，筛选出重金属低吸收的作物品种进行种植，在不中

断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展耕地治理。与场地污染治理不同，贯穿于种植过程中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

需要农业生产者的全程参与，这不仅是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的探索，对于农业管理部门也是一

                                                        
①资料来源：《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 年）》，全国地质资料信息网（http://www.ngac.cn/GTInfoShow.aspx? 

InfoID=5146&ModuleID=73&Page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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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挑战。 

湖南省是全国重要的大宗农产品主产区，其水稻种植面积及产量连续 40 多年居全国首位，产量

占全国总产量的 1/6。2013 年的“镉米”事件使得湖南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提上国家战略地位。

国家农业部、财政部于 2014 年正式批准启动“湖南省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试

点”。湖南省农业厅制定了《湖南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试点 2014 年实施方

案》。首先，在生产领域，一方面通过低镉水稻品种或者非食用经济作物的替代种植，减少农产品

的重金属含量；另一方面通过耕地修复技术，优化土壤种植环境。其次，在流通领域，粮食收购部

门对重金属超标农产品进行管控，防止扩散。具体而言，在达标生产区①，政府通过免费发放低镉水

稻种子，补贴施用石灰、淹水灌溉、深耕改土和施用有机肥等，确保稻米重金属含量不超标；在管

控专产区，推广临田检测，并进一步探索“四专一封闭”模式②，确保镉超标稻米不流入口粮市场；

在替代种植区，进行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治理期间不再种植食用水稻。当地政府在试点区以项目

的形式对低镉水稻种植和非食用经济作物的替代种植给予生产性补贴和收益损失补贴。试点实施一

年取得了初步成效，在 2014 年底，试点区治理前后稻谷、土壤及灌溉水的监测结果显示，土壤酸碱

度（PH 值）有所提高，土壤镉含量呈下降趋势，稻米镉含量达标率有所提高。 

重金属污染耕地的修复与治理具有技术不成熟、耕地修复时间长和污染治理贯穿于农作物种植

全过程的特征。转型时期的农业生产模式、农户生计结构都发生很大变化，如何调动农业生产者的

积极性，提高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政策的执行效率，是推动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的重要议题（刘扬

等，2015）。基于近两年在试点地区的多次访谈和农户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对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

技术的农户采用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不仅对优化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政策提供

借鉴，对于探索农业环境治理模式、优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有益的探索。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综述 

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推广实施的关键是生产者行为的改变，即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采用耕

地修复和种植结构调整等保护性耕作技术，实现重金属污染耕地的有效治理。从耕地保护的角度来

看，影响农业生产者行为的因素有很多。王金霞等（2009）对黄河流域农民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

研究发现，政策支持、项目实施、劳动力机会成本和灌溉条件等因素都影响农民保护性耕作技术的

采用。陈志刚等（2009）发现，对于种植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农户，保护耕地对于其家庭收入水平的

提高是有利的，这类农户更易于采取耕地保护行为。杨志海等（2015）对江汉平原368户农户调查数

                                                        
①按照农业部、财政部稻田镉污染等级划分标准，将土壤镉含量>1.0 毫克/千克、稻米镉含量>0.4 毫克/千克的区域列

为替代种植区；将土壤镉含量≤1.0 毫克/千克、稻米镉含量>0.4 毫克/千克的区域列为管控专产区；将稻米镉含量 0.2～

0.4 毫克/千克的区域列为达标生产区。 

②即“专用品种、专区生产、专企收购、专仓储存”的方式封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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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分析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土壤保护认知与耕地块数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决策的显

著因素。南灵等（2013）的研究表明，地力等级使得农户耕地保护的激励因素存在差异，需要制定

个性化、差异化的耕地保护激励机制。石志恒等（2011）认为，扩大经营规模和延长经营期限，农

户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才能提高。也有一些学者从农地产权的视角来分析农户耕地保护性投资行为，

认为农地产权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对农户耕地保护性投资具有正向影响（例如Li et al.，1998；马贤磊，

2009；Jacoby et al.，2002）。总体上，政府在耕地保护及污染治理中依然发挥主导作用（张紫云等，

2014；毕继业等，2010）①。 

当前，就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的研究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路

线的可行性分析、基于实验结果分析特定技术对耕地修复效果和作物生产质量的影响等领域（例如

王玉军等，2015；樊霆等，2013）。对于农户采用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的影响因素研究很少，

更缺少相关的实证分析。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政府为发挥试点区的示范作用，推动降镉技术的落实，在试点前期免费向农户提供降镉农资，

并提供风险补偿，这是推动农户采用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的重要因素。鉴于政府支持对重金属

污染耕地治理的重要性，借鉴黄惠春等（2015）关于试点村与非试点村的划分方法，本文基于试点

区和非试点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的农户采用情况对比，根据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重

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的农户差异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影响农户采用重

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的因素。本文所指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包括耕地修复技术、种植结构

调整和低镉水稻种植。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4 年笔者对湖南省湘潭市的农户问卷调查，以及 2014 年和 2015 年对

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相关主体的多次访谈。农户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农业生产者特征、农户对耕地

重金属污染的认知、农户实施污染治理的行动、农户获得的补偿以及补偿方式等。访谈对象包括重

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研究的高校和研究支撑机构、省级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的技术指导单位（如湖南

省农业环境监测站）、基层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的执行部门（如湘潭市农业环境监测机构、湘潭市

农业部门相关单位及乡镇技术推广站）。 

作为试点区划分依据的土壤质量检测采样点呈非连续的点状分布，最理想的样本选择方法是根

据采样点涉及的农户名单随机选择调查对象。在难以获得该农户名单的情况下，先确定要调查的试

点区村庄和非试点区村庄，然后以村庄为单位随机选择样本农户。具体的抽样方法如下：根据试点

方案确定的村级试点表格选择要调查的试点区村庄，在选定的村庄中随机选择样本农户。由于土壤

质量检测采样点的点状分布，有些农户虽然属于试点村庄，但其耕地并不是试点耕地。为了克服这

一缺陷，本文将试点耕地面积占该村耕地面积比例较大的村庄作为样本村。非试点区调查以非试点

                                                        
①例如，针对耕地质量退化等问题，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仅 2012 年中央财政就安排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项

目资金 8 亿元用于推广应用土壤改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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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占比较大的村庄作为样本村。农户问卷的总样本量为 400 户农户，调查范围涉及 4 个乡（镇）

和 1 个城郊区。 

三、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的差异化特征 

（一）样本农户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在对样本农户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中，本文将是否试点区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作为分析农户

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首先，政府为试点区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激励补

偿资金，因此，试点的实施可能对农户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产生正向作用。其次，随着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加快，农户在土地经营规模上产生了分化（郜亮亮等，2011；游和远、吴次芳，

2013），不同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的耕地收益在家庭生计中的作用产生分异，因而不同土地经营规模

的农户对于是否采用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的态度也可能不同。 

样本农户的户主特征及家庭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农户户主特征及家庭特征 

总体样本 小农户 大农户  

试点区

均值 

非试点

区均值 

t 值 试点区

均值 

非试点

区均值 

t 值 试点区

均值 

非试点

区均值 

t 值 

户 主 年 龄

（岁） 
51.66 51.14 0.63 51.78 51.91 0.74 50.44 49.89 0.85 

户主受教育

年限（年） 
9.45 8.57 0.02** 9.22 9.38 0.44 9.61 9.23 0.52 

户主以务农

为主（是=1） 
0.73 0.68 0.18 0.72 0.66 0.29 0.96 1.00 0.55 

家庭人口数 4.32 4.38 0.51 4.39 4.25 0.21 4.17 4.36 0.54 

家庭年纯收

入（元） 
34165.71 26182.14 0.03** 30237.45 35376.22 0.23 43456.52 41636.36 0.83 

种 植 面 积

（亩） 
6.25 5.89 0.75 4.45 4.33 0.59 23.00 15.41 0.39 

种植业收入

比重 
0.24 0.19 0.16 0.20 0.23 0.31 0.39 0.39 0.97 

注：**表示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就总体样本而言，试点区和非试点区农户除了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

年纯收入存在显著差异外，其他特征均没有显著差异。在土地经营规模上，本文以10亩为标准，将

实际种植面积在10亩以下的农户认定为小农户，将实际种植面积在10亩及以上的农户认定为大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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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统计结果显示，不论是在小农户样本中，还是在大农户样本中，试点区和非试点区农户户主特征

及家庭特征均没有显著差异。 

（二）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的差异化特征 

试点区与非试点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的农户采用情况如表 2 所示。本文不仅对总体样本

农户的耕地修复技术、种植结构调整以及低镉水稻种植的采用情况给予分析，还分别探讨不同土地

经营规模的农户对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的差异化特征。 

首先，试点区农户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的采用率高于非试点区农户。试点区农户的耕地修

复技术采用率为 89.71%，非试点区农户的耕地修复技术采用率为 46.89%，前者比后者高 42.82 个百

分点；试点区农户的种植结构调整采用率为30.29%，非试点区农户的种植结构调整采用率为23.40%，

前者比后者高 6.89 个百分点；试点区农户的低镉水稻种植采用率为 32.23%，非试点区农户的低镉

水稻种植采用率为 12.21%，前者比后者高 20.02 个百分点。而且，就耕地修复技术采用率和低镉水

稻种植采用率而言，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农户在统计上都具有显著差异。 

其次，试点项目对大农户采用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大农户而言，

试点区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率明显高于非试点区。试点区的大农户耕地修复技术采用率、

种植结构调整采用率、低镉水稻种植采用率比非试点区的大农户分别高 62.01 个百分点、37.30 个百

分点和 37.68 个百分点。而且，不论是耕地修复技术采用率、种植结构调整采用率，还是低镉水稻

种植采用率，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大农户在统计上都具有显著差异。 

再次，试点项目对小农户采用耕地修复技术和低镉水稻种植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小农户

而言，试点区的耕地修复技术采用率和低镉水稻种植采用率在统计上显著高于非试点区，分别比非

试点区高 38.67 个百分点和 16.25 个百分点；试点区的种植结构调整采用率仅比非试点区高 2.13 个

百分点，但 t 检验的结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对于小农户而言，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

重很小，小农户不愿承担种植结构调整的风险。 

最后，与耕地修复技术相比，试点区的种植结构调整和低镉水稻种植的采用率较低。无论是在

大农户范围、小农户范围，还是在总体农户范围中，试点区的种植结构调整采用率和低镉水稻种植

采用率都远低于耕地修复技术采用率。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经济作物种植替代水稻种植存在技术、

资金、销售等方面的风险，农户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不愿改变已有的种植模式；第二，政府推出

的低镉水稻在产量上不稳定，导致农户对水稻产量没有很好的预期。 

 

表 2                试点区与非试点区农户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的差异 

样本类型 技术类型 试点区农户技术

采用率（%） 

非试点区农户技

术采用率（%）

差异（百分点） t 值 

总体样本 耕地修复技术 89.71 46.89 42.82 0.0000 

                                                        
①该标准与黄惠春等（2015）关于大小农户划分的标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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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结构调整 30.29 23.40 6.89 0.2018 

低镉水稻种植 32.23 12.21 20.02 0.0002 

耕地修复技术 89.29 27.28 62.01 0.0000 

种植结构调整 46.44 9.14 37.30 0.0288 大农户 

低镉水稻种植 46.37 8.69 37.68 0.0047 

耕地修复技术 91.12 52.45 38.67 0.0000 

种植结构调整 29.36 27.23 2.13 0.7265 小农户 

低镉水稻种植 31.25 15.00 16.25 0.0043 

 

四、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本文建立 Probit 模型来估计是否试点区、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以及耕地特征对农户重金属污染

耕地治理技术采用的影响。Probit 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1 2 0 1 1 2 2Pr 1| , ,... ) (    ... )K K KY X X X X X X         （           （1） 

在（1）式中， 1Y  表示农户采用了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 0Y  表示农户没有采用重金

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 1 2, ,... KX X X 为影响农户对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的解释变量； 0  为

截距参数； 1 2, ,... K   为回归系数，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农户是否采用耕地修复技术、农户是否采用种植结构调整、农户是

否采用低镉水稻种植。上述变量都为二元变量，若采用，则赋值为 1；没有采用，则赋值为 0。其中，

耕地修复技术包括施用石灰、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喷施叶面肥、深耕改土、优化水分管理等。

若农户采用其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技术则认定为该农户采用了耕地修复技术。种植结构调整包括：

种植高粱替代种植水稻；种植桑树、果树等苗木替代种植水稻；种植花卉替代种植水稻；种植饲用

玉米替代种植水稻。若农户选择其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做法则认定为该农户采用了种植结构调整。低

镉水稻品种包括政府推出的湘早籼 32 号、湘晚籼 13 号、株两优 819 号以及其他低镉水稻品种。若

农户种植其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品种则认定为该农户采用了低镉水稻种植。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是否试点区、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耕地特征。户主特征包括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是否以务农为主；家庭特征包括是否是大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种植业

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耕地特征包括耕地质量虚拟变量。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 

 

表 3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采用耕地修复技术 是=1；否=0 79.21 0.38 0 1 

是否采用种植结构调整 是=1；否=0 29.59 0.4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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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采用低镉水稻种植 是=1；否=0 26.62 0.44 0 1 

解释变量      

是否试点区 是=1；否=0 0.75 0.43 0 1 

户主年龄 实际年龄 51.53 9.11 28 77 

户主受教育年限 不识字=0；小学=6；初中

=9；高中/中专=12；大专

=15；大学本科=16；本科

以上=19 

9.08 3.64 0 19 

户主是否以务农为主 是=1；否=0 0.71 0.45 0 1 

是否大农户 是=1；否=0 0.11 0.31 0 1 

人均耕地面积 实际亩数 1.47 2.25 0.16 30 

种植业收入比重 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的比重 

0.23 0.28 0 1 

耕地质量虚拟变量（参照组：耕地质量很好） 

耕地质量可以短期内修复 是=1；否=0 0.22 0.41 0 1 

耕地质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 是=1；否=0 0.49 0.50 0 1 

耕地质量难以修复 是=1；否=0 0.06 0.23 0 1 

 

（二）估计结果 

本文运用 Stata12.0 软件对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表 4 的估计结果分别报告了是否试点区、户主

及家庭特征、耕地特征对农户采用耕地修复技术、种植结构调整、低镉水稻种植的系数估计值。 

 

表 4            基于 Probit 模型回归的农户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耕地修复技术 种植结构调整 低镉水稻种植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是否试点区 1.67*** 3.65 0.21 0.63 0.17 0.50 

户主年龄 0.02 1.12 0.02* 1.71 0.02 1.45 

户主受教育年限 0.27 1.39 0.23* 1.65 0.05 0.38 

户主是否以务农为主 0.21 0.54 0.12 0.48 0.11 0.45 

是否大农户 0.56 0.33 0.67 1.08 0.77 1.21 

人均耕地面积 0.22 0.90 0.12 0.83 0.03 0.24 

种植业收入比重 0.27 0.30 0.98* 1.92 0.36 0.69 

耕地质量可以短期内修复 1.19* 1.77 0.47 0.90 0.38 0.77 

耕地质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 0.75 1.24 0.88* 1.81 0.81* 1.73 

耕地质量难以修复 0.76 0.88 1.25** 2.03 0.82 1.37 

常数项 -2.52 -1.52 -2.97*** -2.62 -2.18** -2.02 

LR 2 32.25 16.59 13.25 

Prob> 2 0.0004 0.0841 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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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 R2 0.3365 0.0796 0.0619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三）估计结果分析 

1.政府试点是农户耕地修复技术采用的重要推动因素。估计结果显示，在影响农户耕地修复技

术采用的因素中，试点区在 1%的水平上对农户耕地修复技术采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

试点区项目显著提高了农户参与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的积极性。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也显示，

试点区农户的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技术采用率比非试点区农户高。从农户采用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

技术的影响因素的横向比较来看，设立试点区对耕地修复技术的推广效果是显著的，对种植结构调

整和低镉水稻种植的推广效果则不显著。统计分析也显示，与耕地修复技术采用率相比，试点区农

户的种植结构调整和低镉水稻种植采用率较低。在现有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下，耕地修复由单个农业

生产者承担，属于成本较高且具有显著外部效应的领域，需要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这也

表明，在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中，耕地修复技术的政府推广效果最显著。与耕地质量很好相比，

耕地质量可以在短期内修复对农户耕地修复技术采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耕地质量需要很长时

间才能修复和难以修复对农户耕地修复技术采用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农户作为理性人，倾向

于采用修复技术来修复那些相对容易修复的耕地。 

2.种植业收入比重、耕地质量是影响农户采用种植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在影响农户采用种植

结构调整的因素中，种植业收入比重在 1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种植业收入在家庭收入

中的比重越大，农户越愿意调整种植结构。这表明，农户生计对耕地的依赖程度对其参与重金属污

染耕地治理具有正向影响。与耕地质量很好相比，耕地质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在 10%的水平上

对农户采用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耕地质量难以修复在 5%的水平上对农户采用种植

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耕地质量越差，农户越倾向于调整种植结构，不愿意再继

续种植水稻。户主年龄和户主受教育年限在 10%的水平上对农户采用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第一，户主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保护耕地、治理重金属

污染耕地的意识就越强；第二，户主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思想观念，从而使农户更容易接受

新的种植结构和种植方式。 

3.户主特征及家庭特征和试点区对低镉水稻种植都没有显著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只有耕地质

量对农户采用低镉水稻种植有显著影响。与耕地质量很好相比，耕地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对农户

采用低镉水稻种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农户家庭特征以及试点区对

农户采用低镉水稻种植的影响都不显著。事实上，很多低镉水稻品种是农户种植过且因产量不稳定

而被淘汰的品种。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用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湖南湘潭试点区农户对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的差异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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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农户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采用的因素。本文研究表明，重金属污染耕

地治理技术采用取得了一定进展，技术采用受政府支持、农户特征、耕地质量等因素的影响。第一，

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试点区技术推广模式仍是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的主要推动力量，重金属污染耕

地修复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单个农业生产者难以承担。第二，种植业收入比重较大的生产者

更倾向于采用种植结构调整，这类生产者是种植结构调整采用的主体和种植结构调整推广的重点对

象。即只有当农业收入与生产者的生计密切相关时，技术推广和实施才会有效。第三，户主特征及

家庭特征和试点区对农户低镉水稻种植的采用没有显著影响。“边种植边修复”的治理模式将修复

技术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需要生产者的积极参与，生产者特征对农户选择低镉水稻种植的影响不

显著，说明低镉水稻品种的推广需要探索生产体系以外的新路径。例如，可以通过加强监管、完善

市场监测标准以及政策鼓励等方法，来提高生产者对重金属污染产品的认识，引导治理技术的应用。 

本文分析还表明，在试点区，大农户成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的主要采用者，应成为重金

属污染耕地治理政策实施的重要对象。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农户成为农业技术

创新的主体，“边种植边修复”的治理模式需要各个生产要素的有效配合和实施过程的有效反馈；

而大量的小农户经营将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同时，随着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

小，小农户不愿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劳动成本（刘扬等，2015）。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技术仍处于探

索阶段，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政府要加大重金属在土壤—作物系统中的转移机理研究，提高治理

技术的稳定性。同时要创新治理模式，探索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风险分担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

技术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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